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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衝擊諾貝爾獎」成了中國科學界的一個熱門話題。例如，中國科

學院和工程院院士信心十足地提出：「中國科學：衝擊諾貝爾獎是時候了！」時

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的張存浩院士說，中國現在就應明確提出在

二十一世紀初葉奪取諾貝爾獎的奮鬥目標。美籍華裔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

寧認為，「在中國人的土地上發展出可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我想應該是二十年

之內的事」，他還相當樂觀地說，如果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獲獎者還不止一個。

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同樣雄心勃勃地展望，經過二三十年的努力，中國科學

家有望到2010年至2030年左右在數學、納米科學、量子學、生命科學等領域取

得多個諾貝爾獎級的科學成就1。為此，中國科學院將基礎研究目標瞄準諾貝爾

獎，力爭在2025年之前做出國際一流的研究工作2。而2001年年終的一項調查則

發現，有17.9%的中國市民預期在未來五年內中國人終將拿到諾貝爾獎3。

諾貝爾獎是根據十九世紀瑞典著名化學家、工程師和實業家諾貝爾（Alfred

Nobel）去世前的遺囑設立的，旨在獎勵在物理學、化學、生理學和醫學、文學

以及和平領域（1968年又增加了經濟學）中「對於人類作出最大貢獻的人」。但

是，把是否獲得諾貝爾獎作為衡量一個科學家、其所在的研究機構甚至國家在

科學上成功與否的標準是不恰當的。這不僅因為諾貝爾獎涉及到的學科領域有

限；即使在諾貝爾所定義的「科學」範疇之內，也有許多傑出成就由於僧多粥少

而掛一漏萬，或種種（包括非學術上的）原因造成該得獎的沒有得，而不該得獎

的卻得了。再者，一個國家的科學家在個別領域獲得諾貝爾獎並不代表該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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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水平的全面提升（印度和捷克斯洛伐克就是這方面的例子）。總之，儘管獲

獎者總體來說是傑出的，有的甚至是天才，他們所獲得的科學精英的地位本身

並非無懈可擊4。

中國提出「向諾貝爾獎進軍」體現了中國科學界積極進取、追求卓越的態

度5。由此也引發出一系列有趣而又嚴肅的問題：中國科學家是否取得過傑出的

成就？為甚麼中國科學家至今與諾貝爾獎無緣？為甚麼中國現在會出現諾貝爾

獎熱？本文試圖回答這些問題，並由此探討中國科學發展的癥結所在這一根本

問題。

一　中國是否取得過諾貝爾獎級別的成就？

中國向來以中國血統的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為榮，雖然他們的成就並不是

在中國本土取得的。1957年，楊振寧和李政道因推翻宇稱守恆定理而榮獲諾貝

爾物理學獎（當時楊振寧和李政道仍然持有由國民黨政府簽發的護照，所以從國

籍上講他們是中國公民）。此後，又有四位華裔諾貝爾科學獎得主：1976年丁肇

中，1986年李遠哲，1997年朱棣文，1998年崔琦，除了李遠哲外他們所獲得的

均是物理學獎，而李遠哲的獲獎領域為與物理有�密切聯繫的化學物理。

中國本土科學家尚未走進諾貝爾獎的殿堂並不意味�他們沒有取得過顯著

的成就。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家董光璧在世紀之交

選擇了二十世紀中國人取得的十項最重要的科學成就。它們是6：

1928年裴文中發現「北京人」頭蓋骨；

1930年趙忠堯關於電子—正電子湮滅現象的實驗；

1947年華羅庚發表《組合素數論》；

1959年王淦昌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

1964年進行第一次原子彈試驗；

1965年在世界上第一次成功合成結晶牛胰島素；

1970年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â星；

1996年袁隆平進行秈型雜交水稻試驗育種；

1985年在雲南澄江發現動物化石群；

1995年發現地球的內核比地幔旋轉得快。

然而，諾貝爾獎並不獎勵古生物學、數學和地球科學等領域的研究成果，

原子彈爆炸和人造地球â星升空並非中國首創，雜交水稻在理論上沒有新的突

破7。於是，在這十大科學成就中就只剩下兩項物理學的發現和牛胰島素的人工

合成了。無庸置疑，這些成就是相當重要的。

1930年，趙忠堯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作研究生研究鉛對硬伽瑪射線的吸收

係數時，通過後來被證實是正負電子對湮滅的實驗，第一次捕捉到正電子，成

為世界上第一個觀測到正反物質湮滅和第一個發現反物質的科學家。後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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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人做了類似的實驗，一個沒能重複出趙的結果，另一個沒有觀察到趙實驗

中出現的軟伽瑪射線（後來證實那兩個實驗一個是做錯了，另一個是儀器的靈敏

度不夠），從而引起了物理學界對趙忠堯的研究成果的懷疑。與此同時，兩位在

當時頗有影響的物理學家在評述電子對湮滅這個重大科學發現時，竟錯誤地把

那兩篇沒能重複出趙忠堯的發現的論文當作是趙的工作，以致進一步影響了對

趙的重要研究成果的評價，使他沒有獲得「理所應得的承認」8。倒是趙忠堯的

同學安德遜（Carl D. Anderson）於1932年在威爾遜雲霧室中觀察到了宇宙線中

的正電子的徑]，並因此在1936年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安德遜在50年後承

認，他的發現受到了趙忠堯的實驗結果啟發（當時他在與趙相鄰的辦公室研究由

X射線產生的光電子氣體的空間分布），基於趙的實驗，並採用了與趙所用的相

同的放射源。安德遜當時意識到，趙的實驗表明有未知的「新東西」存在，所以

想探個究竟。於是，他另闢蹊徑，結果不但觀測到了電子的徑]，同時觀察到

與電子質量相當、運動方向相反的反物質——正電子的徑]9。

另一項物理學的發現是1959年由王淦昌在當時社會主義國家在蘇聯建立的

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獲得的。當時他領導一個以中國物理學家為骨幹的研究

小組，從四萬張照片中發現了一個新的帶負電的超子——「反西格馬負超子」。

這一實驗發現的第一個這樣的超子，是自杜布納研究所建立以來最重大的發

現，填補了粒子—反粒子表上的一個重要空白，也使關於任何粒子都存在其反

粒子的理論假設得到了實驗證明。

王淦昌在動盪的抗日戰爭期間的另一項重要發現，也許更接近諾貝爾獎的

成就。二十世紀30年代，粒子物理學家對原子核衰變時出現極小的能量和動量

損失感到困惑不解。為了解釋這種現象，奧地利物理學家泡利（Wolfgang Pauli）

於1933年提出了存在�一種尚未被發現的粒子——中微子的假設，但這一假設

長期沒有得到實驗的驗證。1941年，王淦昌設想用輕原子Ｋ俘獲的方法來驗證

中微子的存在。但是，當時浙江大學因戰爭而內遷貴州湄潭，條件拮据，王淦

昌因而無法進行自己所設想的實驗。不得已，他只好寫成論文，先是投到《中國

物理學報》，但因為學報沒有足夠經費印刷複雜的科學公式，他又不得不把論

文轉投到美國的《物理學評論》（Physical Review），該刊於1942年1月發表了王

的論文。半年後，美國科學家阿倫（J. S. Allen）根據王淦昌的方案，用實驗證實

了中微子的存在。所以，這一實驗又被稱為「王淦昌—阿倫實驗」。1956年，美

國物理學家萊因斯（Frederick Reines）和科萬（Clyde Lorrain Cowan, Jr.）用強大

的核反應堆作實驗，終於比較精確地獲得了中微子存在的確鑿證據。當這一

研究在差不多40年後的1995年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時，科萬已經去世。對「中

微子的存在為甚麼不能首先在中國得到驗證」，王淦昌有一種說不出的遺憾甚至

辛酸。

牛胰島素的人工合成是1958-65年間由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有機化

學研究所和北京大學等合作攻關取得的。這一「世界第一」受到世界科學界的重

視，美國《科學》（Science）雜誌專門報導了這一成果bk。1966年底，諾貝爾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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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評選委員會主席堤色勒斯（Arne Wilhelm Kaurin Tiselius）訪問中國，對牛胰

島素的人工合成評價很高，認為中國能從書上學到原子彈的知識，但學不到人

工合成胰島素bl。研究人員很自然地把他的來訪與物色諾貝爾獎候選人聯繫起

來。但當時文化大革命在中國搞得熱火朝天，知識份子已被打倒批臭，中國

拒絕了堤色勒斯推薦科學家角逐諾貝爾獎的邀請。文革後期，楊振寧訪問中

國科學院上海分院時，建議向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推薦這一成就。不過，這

一次中國為了搞平衡，推薦了四個人，而諾貝爾科學獎的評選規則明確規定

每個單項獎的獲得者不能超過三人bm。所以中國科學家還是失去了競爭諾貝爾

獎的機會。

當然，上述科學研究的成果曾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並不等於從事研究的科學

家就一定能獲得諾貝爾獎。以牛胰島素（一個較大分子的蛋白質）的人工合成為

例，杜．維格尼伍德（Vincent Du Vigneaud）在1953年最早合成了一種小分子蛋

白質——多 催產素。50年代，美國的安芬森（Christian B. Anfinsen）的研究解

釋了蛋白質的結構與生物活性之間的關係；而中國科學家在合成牛胰島素時至

少一開始並沒有有意識地朝這一方向考慮，儘管他們通過實驗證明了這一點。

梅里菲爾德（Robert B. Merrifield）則於1962-65年間實現了生物分子合成的技術

性突破，從而提高了合成的中間產物的得率；而牛胰島素合成的最後一步——

A、B兩條 鏈通過二硫鍵的連接是中國科學家在不斷摸索中取得的。美國生物

化學家以這些成就分別在1955年、1972年和1984年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這些

事實說明，無論中國科學家是否獲得諾貝爾獎都是合乎情理的bn。

二　中國科學家為甚麼與諾貝爾獎無緣？

以人數計，中國大陸科學家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中國科學家為甚麼與諾

貝爾獎無緣？馬上能想到的原因是他們所取得的傑出成就寥寥無幾。上面提到

的在人民共和國期間取得的兩項科學成就中，只有牛胰島素的人工合成是在中

國本土完成。中國真正達到世界一流水平的科研成果仍然鳳毛麟角。比如，中

國自然科學獎已連續四屆一等獎空缺bo，這說明研究缺少原始創新，沒有具有自

主知識產權的重大發現。國內評選尚如此，到國際上競爭更談何容易。

中國科學家在國際上發表論文的情況也不容樂觀。根據美國科學情報研究

所出版的《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數據庫的統計，中國在2000年

被該數據庫收入的論文數僅相當於日本和英國的四分之一，美國的八分之一bp，而

且被引用的次數低得多，中國科學家所發表論文的雜誌的「影響因子」也較低bq。

低水平的研究至少與國家和企業在科學研究方面的低投入有關。中國的研

究開發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在二十世紀最後十年一直在0.5-0.7%

之間徘徊，尤其是基礎研究的投入只佔研究開發經費的5%左右，為世界最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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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之一。1995年，國家開始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提出到二十世紀末把研究開

發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提高到1.5%。但是由於缺乏切實措施，這一目標

成了空頭支票br。低水平的研究投入，實際上限制了中國在不久的將來獲得諾貝

爾獎的可能性。1978年，中國科學院上海光學機密機械研究所王育竹曾經在激

光冷卻捕卸原子的研究初期領先國外同行五到十年，但由於缺少兩台總計價值

120萬元的激光器，只能靠其他科研課題的經費節餘，逐漸添置了一些實驗儀器

和設備，原本可以一次完成的實驗被分成幾次幾十次做，直到1993年，才最終

完成實驗，但他發表論文的時間比國外同行晚了十幾個月，眼睜睜地看�朱棣

文等三位物理學家獲得199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bs。

三　政治對科學研究的干擾

中國科學與諾貝爾獎無緣還有更深層的歷史和社會原因。首先，政治對科

學的侵蝕是不爭的事實。1957年的反右運動嚴重挫傷了中國知識份子的積極

性，1966-76年的文化大革命給中國的科學研究事業帶來更大的衝擊。在這十年

期間，世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而中國卻在批鬥學術權威，焚燒科研成果，大

批科學家與其他知識份子被貶為社會最底層的「臭老九」。在嚴峻的政治環境

下，科學家即使沒有受到衝擊，也很難有勇氣繼續從事研究。因此，科學家在

文革中如果沒有失去生命的話，至少也失去了與生命同樣彌足珍貴的富有創造

性的研究生涯。在這方面，神經藥物學家鄒岡的經歷也許是一個很能說明問題

的例子。60年代初在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工作的鄒岡和他的導師張昌紹

發現，嗎啡最有效的鎮痛位點在第三腦室和導水管周圍灰質，這一研究結果被

認為是嗎啡鎮痛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成果（他們1964年發表在《中國科學》上

的英文論文，因為引用率高而於1993年被出版《科學引文索引》的美國科學情報

研究所選為「引用經典」之一）。不久，鄒岡又取得了另一項重要發現：荷包牡丹

鹼很可能是腦內主要的抑制性信號分子GABA的頡抗劑。有關論文原定於1966年

在《中國生理學報》發表，但文化大革命使之流產。事實上，鄒岡被迫放棄了這

一很有希望的研究項目。1970年，當鄒岡從英國的《自然》（Nature）雜誌上讀到澳

大利亞一個研究小組的論文，不僅證明了自己的發現是正確的，而且更進了一

步，他頗為失落和傷感。澳大利亞科學家指出，鄒岡論文沒有得到及時發表不

僅對鄒和中國是一個悲劇，也推遲了整個神經藥理學研究的進展bt。文革的一個

嚴重後遺症，是高等教育的中斷耽誤了整整一代年輕科學家的培養，使得中國

的科學事業不但不能繼往開來，而且有後繼乏人之虞。

中國政治體制的影響還體現在其左右了科學技術的發展方向，具體表現在

從意識形態而不是學術觀點上對學科進行褒貶。另外，黨和政府為科學家確定

科研重點，科學家主要是追隨政治領袖的意志，從事能夠顯示政治領袖英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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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項目，而由個別科學家主導的研究項目數極其有限。改革開放以來，政治

對科學的影響雖然不像以前那麼明顯，但自上而下的方法依然在組織科學研究

活動時佔據重要位置。

政治甚至使科學家的人格異化。例如，火箭科學家錢學森在1958年曾異想

天開地說，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可以在已有「水分」的兩千多斤的基礎上再增加二

十多倍，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大躍進」運動提供荒謬絕倫的依據ck。

數學家華羅庚在反右運動中逃過一劫後，便放棄了數論研究，把精力投入到優

選法和統籌法的普及和應用中，以逃避政治運動cl。

四　傳統文化的負面影響

傳統文化中的某些因素是束縛中國科學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儒家文化

經世致用的實用主義價值觀把科學家引向短期和伸手可及的項目，而主張不偏

不倚的中庸之道則不太贊同科學家標新立異。更重要的是諾貝爾科學獎得主取

得獲獎成就的年齡段為26-45歲cm，而處於這個年齡段的中國科學家施展才華的

機會太少，這主要由兩方面的原因所造成。

其一，決定中國科學家在科學共同體中地位的是其年齡。中國科學趨於年

輕化並不能保證青年科學家能夠暢所欲言。事實上，青年科學家在科學決策過

程中人微言輕，即使是擁有中國科學最高學術頭銜的中國科學院院士陳竺，因

其年輕，在有資深科學家在場時發表意見也不得不小心謹慎，更不用說那些前

程掌握在別人手中的其他青年科學家了cn。李遠哲獲得諾貝爾獎後與他的老師吳

大猷的一段對話頗為意味深長。吳說：「李遠哲如果是在台灣，我可以斷言，他

是不可能獲諾貝爾獎的。」李遠哲本人則承認：「我在美國三十年，學到很多東

西，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人與人平等相待。」co中國教育的近親繁殖使得學生依

附於老師，而所謂「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挑戰老師有如犯上，有悖於中國的

傳統和社會的價值觀cp。中國知識份子不向權威挑戰的所謂忠誠和團結，成了科

學進步的歷史包袱。

其二，青年科學家本身科學知識積累不夠，又沒有時間從事科學研究。諾

貝爾獎得主的代際傳遞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知識積累的結果cq。中國老一代科學家

中有不少人在國外求學、研究時曾師從諾貝爾獎得主。如果沒有受到一連串的

政治運動的干擾，他們有可能在中國培養出傑出人才。只是在過去二十年中，

中國科學家才有機會集中精力投入科學研究。但是，優秀科學家、尤其是優秀

中青年科學家人數之少，使他們很容易被推上科學管理崗位。而受「學而優則

仕」的影響以及稀缺資源與職位掛÷，一些青年科學家也願意離開研究第一線，

結果，他們用於科研、指導學生或閱讀科學文獻的時間可能僅佔10-20%cr，青

年科學家在富有創造性的年代脫離科研，意味�他們的科研生涯提前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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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缺乏良好的研究環境

六位中國血統的諾貝爾獎得主或在中國完成大學教育，或受到中國文化傳統

的熏陶。如前所述，這似乎應該成為一個歷史包袱。但是，他們成名都在美國。

這至少從一個側面說明，出成果的關鍵還在於有一個有利於科學研究的良好環境，

包括選題的自由、高明的導師、濃厚的學術氛圍、獲取信息的便利和尖端的實驗

設備等。正因為當時中國不具備這些條件，有志者便選擇出國留學，利用國外的

優越條件在一些學科前沿領域取得重大突破，創造出舉世公認的成果。二十世紀

70年代起中國學生出國留學、滯留國外並在國際科學界贏得聲譽，原因也在於此。

另一方面，中國的研究環境有可能限制在國外成就卓著的科學家的創造

性。趙忠堯的正負電子湮滅實驗是他科學生涯的峰巔。192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得主康普頓（Arthur H. Compton）兩個高足之一的阿爾瓦勒茲（Luis Alvarez）步其

導師後塵，於1968年榮登諾貝爾獎的殿堂cs；而曾經用實驗證明康普頓效應從而

對導師的諾貝爾獎作出很大貢獻的另一高足吳有訓，回國後似乎沒有取得任何

接近諾貝爾獎的成就。楊振寧也承認，如果他在50年代初回國，就有可能與諾

貝爾獎無緣，因為他不可能了解到當時物理學界對宇稱守恆定理的爭論ct。同

樣，如果崔琦沒有隨父母移居香港，幾乎可以肯定，他不會獲得諾貝爾獎。這

一現象用「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淮北則為枳」來描述也許再恰當不過了。

六　價值觀的不同

科學共同體和諾貝爾獎尊重科學研究中的首創精神dk。比如，丁肇中的獲

獎研究涉及到幾百位科學家和技術人員，但得獎者僅他一人，因為研究的思路

是他提出的，結果是在他的指導下取得的。前面提到，牛胰島素的人工合成之

所以沒有獲得推薦，原因之一就是中國科學家受到平均主義觀念的影響，不能

心平氣和地選出對此研究貢獻最大的三個人。

另外，諾貝爾獎不是由科學家自己申請，也不依靠政府推薦，而必須由同

行科學家推薦。最後，諾貝爾獎獎勵的是基礎研究的發現，在很多情況下屬於

由個別科學家提出的小科學研究。而中國熱衷於在全國範圍調動科學技術人

員，用組織工程甚至是搞運動的方式來研究科學。比如，「兩彈一星」就動員了

全國最優秀的人才。

七　提出進軍諾貝爾獎的背景

根據不很準確的統計，一個國家一般立國30多年便會誕生一位諾貝爾獎獲得

者。前蘇聯1917年立國，39年後獲得了第一個諾貝爾獎；捷克斯洛伐克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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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46年；巴基斯坦29年；印度30年；平均是35年。中國建國已經50多年，諾貝

爾獎對中國科學家仍然很遙遠。中國科學界的領袖人物顯然產生了緊迫感。

為此，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於1994年設立了「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

金」，每年遴選約一百位45歲以下的青年科學家，讓他們從事自己感興趣的科

研。科學技術部從1997年開始實施「國家重點基礎研究與發展規劃」，準備在五

年時間內用25億元支持50個左右的課題，圍繞農業、能源、信息、資源與環

境、人口與健康、材料等國民經濟、社會發展和科技自身發展的重大科學問

題，開展多學科綜合性研究，提供解決問題的理論依據和科學基礎；建立一批

體現科學發展水平和綜合科技實力、國際上有一定地位、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

展有深遠影響的重大科學工程；部署相關的、重要的、探索性強的前沿基礎研

究；培養造就適應二十一世紀發展需要的優秀人才；並建設一批承擔國家重點

科技任務的高水平科研基地，形成若干跨學科的綜合科技中心。1998年末，中

國科學院啟動了「知識創新工程」，教育部則開始實施「長江學者計劃」。很明顯，

這些國家項目的潛在目標就是爭取諾貝爾科學獎。

提出「衝擊諾貝爾獎」也迎合了中國政治領袖的考量。雖然六位華裔科學家

得獎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但他們或是在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前在中國完成學業，

或在大陸以外接受教育，並都是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和取得成就，也就是說，

他們的得獎並不是中國共產黨的功勞。自從二十世紀70年代末中國重開國門以

來，42萬留學生中有25萬人以上尚未回國。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統計，

在1986-98年間，大約有21,600名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獲得美國大學的博士學

位，其中17,300人滯留美國dl。而滯留海外者往往是最優秀的。據估計，有大約

300名中國生命科學家為國外主流學術社會所接受，得以在高質量的學術機構領

導自己的實驗室，每年有相當數量的科研經費資助。他們當中只有五人回國，

而這五人並不屬於其中的前20%dm。1999年，在五種國際頂尖生命科學雜誌上發

表論文中的作者中，有15%原來來自大陸，但供職於歐美和日本的大學或研究機

構dn。二十世紀中國十大科學成就中「地球的內核比地幔旋轉得快」的發現，就是

由留學生宋曉東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作出的。儘管國家採取種種措施和優惠政

策吸引優秀留學生回國，但收效甚微。有識之士指出，海外的中國科學家當中

不乏出類拔萃者，有可能在20年內像楊振寧、李政道等那樣登上諾貝爾獎的領

獎台。他們的成就並不會為中國大陸帶來太多的榮譽，反而會給中國政治領袖

造成壓力，所帶來的衝擊也將遠遠超過楊振寧和李政道當年得獎，這說明大陸

在科學和教育方面需要更多的檢討。同時中國也不能像對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

和平獎或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樣大加撻伐。「向諾貝爾獎進軍」正是在這

一背景之下提出的，它要挽回的不僅是中國科學的「面子」，而且是中國共產黨

的「面子」。

最後，對諾貝爾獎的熱情也反映出中國日益高漲的愛國主義其實是民族主

義情緒。諾貝爾獎所具有的國際象徵性就像奧運會金牌一樣吸引中國人，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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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所用的語言均跨越國界do。儘管存在�「中國可以說不」的過激情緒，中

國至少願意接受並且渴望擁抱奧運會和諾貝爾獎，其象徵意義在於國際社會

對中國地位的承認。這也是中國為甚麼會對沒有獲得諾貝爾獎耿耿於懷。中

國媒體報導說，直到半個世紀後諾貝爾物理學獎評審情況解密之後，人們才

了解到一系列離奇之錯致使趙忠堯錯失諾貝爾獎，並聳人聽聞地說「世界欠中

國一個諾貝爾獎」dp。但事實是，安德遜在1934年、1935年和1936年被連續提

名，而趙忠堯從來沒有出現在候選人之列dq。媒體又稱，如果不是東西方之間

的冷戰，參加牛胰島素人工合成的科學家會成為新中國的第一個諾貝爾獎獲

得者dr；媒體還在不斷炮製中國籍科學家成為諾貝爾獎候選人的「新聞」ds。如

今，中國正沉浸在贏得2008年奧運會主辦權的喜悅之中，如果科學家在諾貝

爾獎上取得突破，狹隘的民族自尊（實際上是自卑）心理無疑將得到進一步的滿

足，讓國人陶醉其中。只有這樣，中國才能自以為完成了從「邊緣」向「中心」的

轉移。

八　諾貝爾獎不應成為中國科學家追求的目標

雖然「衝擊諾貝爾獎」這一話題表達了中國科學界要在諾貝爾獎方面實現「零

的突破」的急切心情和對中國基礎科學發展現狀的樂觀估計，從長遠的觀點來

看，提出爭取諾貝爾獎可能有其正面效應，可以提升中國科學家的境界，推動

中國的科學研究。但是，它是一句情緒化的口號，諾貝爾獎不是靠一時的衝擊

就可取得的，也不是像「兩彈一星」那樣攻關出來的。對於一項原創性的科學發

現，而且必須是世界第一的，其成功與否及何時成功是無法預見的。得獎更是

可遇不可求的。其實，不只是諾貝爾獎這一級的科學發現，其他任何創新發

明，除了政治、經濟、技術水平、文化傳統等因素和科學家的才智之外，在很

大程度上還取決於機遇。在科學史上有許多重大發現是在偶然中得到的。同

時，在諾貝爾獎的推薦和評選中還充滿�非學術的因素。

中國科學家對奪取諾貝爾獎並沒有太多的衝動，因為他們知道還沒有取得

與這一科學殊榮相稱的成就，而且也不可能在不久的將來通過「大躍進」取得這

樣的成就。相反，他們反而會面臨被要求「早出成果、出大成果」的巨大壓力，

這不但違背了科學研究的內在規律，而且有可能造成弄虛作假的現象dt。中國諺

語說，「欲速則不達」；追求短期效應將犧牲國家科學技術發展的長期目標，包

括奪取諾貝爾獎。科學發展戰略必須是長期的，而不是僅僅依靠像「國家重點基

礎研究與發展規劃」和「知識創新工程」之類三年五載的項目。科學研究的重大發

現是不能通過政治干預、行政命令或計劃來實現的。而由於中國研究開發資源

的缺乏，追捧諾貝爾獎並對與此有關的學科給予過份的資助，也有可能影響到

其他學科的發展。行之有效的做法是從體制上為中國科學的發展創造一個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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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環境。正如另一句中國諺語所說，「水到渠成」，只有各方面的條件成熟後，

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說現在衝擊諾貝爾獎正此其時，不僅急功近利，也缺乏實事求是的科學態

度。在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科學事業取得了矚目的成就，建立了完整的科學

研究體系，培養了一批批科學研究人才。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在科學

技術方面仍有不小差距。也正因為如此，對於「進軍諾貝爾獎」的口號，李政道

潑冷水說，得獎不是目的，做科學工作才是目的。科學研究最重要的是創新，

鼓勵年輕人探索前人沒有從事過的研究，並且弘揚科學精神ek。確實，使中國基

礎研究在世界科學舞台上佔有重要一席，使中華民族再度輝煌，才是最終的目

標。當然，實現諾貝爾科學獎「零的突破」，甚至獲得較多的諾貝爾獎，必將使

中國科學在國際上佔有重要一席；而佔有重要一席，必然會產生諾貝爾獎得

主。衝擊諾貝爾獎不應是紙上談兵，而需要中國政府的切實措施和科學家腳踏

實地的努力。再用一句中國諺語：「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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